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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叙事”的核心内涵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中国传统叙事以史传叙事为源起，以道德叙事为核心，注

重实录性和伦理性。受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国传统叙事在两汉魏晋时期经历了从史传叙事到民间叙事的转变，表现为小说的

兴起和发展。但史传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发展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史传叙事的实录性和伦理性在民间叙事中得以保留，两者

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叙事的独特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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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c Clu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Narrative

WANG Jia-y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the core connotation of“narrative”has a strong ethical color. Originating from historical nar⁃
rative，Chin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with moral narrative as its core，focuses on factual recording and eth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hanges，Chin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historical narrative to folk narrative in the Han，Wei
and Jin Dynasties，which was manifested in the rise and growth of novels. However，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folk
narrative does not present a zero-sum relationship. The truthfulness and ethic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can be retained in folk narrative，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unique fa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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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博大精深的中

华民族文化。从战火纷飞到大一统的实现，中华

民族强大的向心力漩涡将各异的文化卷到一起，

形成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传统美德文化

如同坚实的骨干，筑起永不衰败的文明古国。中

国传统美德的传承不局限于单调呆板的说教，而

是通过讲述生动真实的故事，使美德伦理在时代

变迁中得以传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借助叙事

的力量，将整体的道德思想发展为普遍的社会道

德规范。传统叙事呈现出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

范推动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国

文明的开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中国传统叙事在

本质上就是道德叙事。

中国传统叙事的发展漫长而复杂，道德叙事

的生成就是叙事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重史学，

史传叙事作为独具特色的叙事范型，催生了民间

叙事的兴起和发展。民间叙事延续其实录性和

伦理性的特征，却在发展过程中消解了史传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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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大叙事特征，呈现出个人主义的倾向，从而

在民间站稳脚跟，获得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史传

叙事与民间叙事共同在道德叙事中发挥效用，为

生活其中的人们确立安身立命之地，也为身处混

乱的人指明意义。

一、叙事与道德叙事

（一）叙事

“叙事”概念并非是一个外来词汇，而是一个

具有中国本土文化意涵的概念。中国古人所讲

的“叙事”有别于西方叙事学理论中对“叙事”的

阐释，因而需要先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中“叙事”概

念的历史演变，以明晰中国传统文化中“叙事”的

基本内涵。

“叙（序）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其中，

“叙”与“序”同义，都可为次序之意。《周礼》是

西周时期周公旦为记载古代华夏礼乐而著，通

过设计官职以完善制度规范，系统地记载了先

秦时期的礼法制度。在《周礼》中，讲“礼”则重

在讲“序”，因而关于祭祀、农作、巡狩、丧葬等

各类社会生活中的事务，都严格依照时间、空

间或等级的次序进行安排。如《周礼》所记载

“小宗伯之职，……掌衣服、车旗、宫室之赏赐，

掌四时祭祀之序事与其礼。”［1］便阐明了小宗伯

这一职位的职责，即根据周代法礼有序进行祭

祀时的行程和礼仪。《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中

记录“六叙”:“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进其

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

以叙受其会，六曰以叙听其情。”［1］这里强调了

先尊后卑，群吏百官都要各依秩序，是谓“以六

叙正群吏”。《周礼》的设计极为全面和系统，从

朝廷到乡野，整个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礼节的

具体规范无一不涵盖其中。《周礼》开宗明义：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

为民极。”［1］治国的首要任务是调节邦国事物，

分清官吏职责。《天官·小宰》讲“六属”：“一曰

天官，掌邦治；二曰地官，掌邦教；三曰春官，掌

邦礼；四曰夏官，掌邦政；五曰秋官，掌邦刑；六

曰冬官，掌邦事。”［1］六官各掌其事，六官之下又

执掌几十种职官，分别负责不同的事务。另

外，对乡野农田的规划也是整齐划一：“凡治

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

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1］可以看出，无

论是职务安排还是土地规划，都是通过时间和

空间的维度铺展开来，形成巨大又极具画面感

的礼治图景，使得“礼”有统叙万事的意味。叙

事的时间感和空间感赋予了周礼强大的统摄

力，同时也凸显了“叙事”这一概念的政治意涵

与伦理意涵。

“叙事”一词最早指各种事宜的次序。在周

礼制度下，“叙事”具体体现为尊卑、主次、贵贱的

等级秩序，具有强烈的伦理和政治意涵。而后，

“叙事”进入文本领域，则被赋予了“记事（史）”之

意。“叙事”的政治道德色彩主导着记事（史）的基

本理念，这产生了专门的记史官职人员，即史

官。进而使早期叙事具有高度的严谨性和严肃

性以及强烈的政治意涵，而不像西方最早的史诗

叙事可以由民间诗人掌笔。西周时期，史官的职

位随着政治需要不断细化。据《周礼·春官》记

载，周王室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设史官，以本国的纪年

记事，以示独尊。孔子更是首个私家修史，提倡

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国家重视叙事的一个重

要原因在于，古人试图在流变的历史中总结历史

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借鉴史书记载的人物故

事，吸取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历代

明君忠臣对史学的重视使得史传占据权威地位，

“叙事”这一概念随史传的权威地位具有了厚重

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正是叙事早期的伦理与政

治意涵影响了中国古典叙事观念，使得中国传统

叙事呈现出独特的形态。

（二）道德叙事

“叙事”可以简单理解为讲故事，它“有着区

别于其他形式的独特的认知价值”［2］。通过对中

国“叙事”概念的考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叙事文

化早早确立了伦理取位。“道德叙事”顾名思义，

就是讲道德故事，中国古人善于通过讲故事的方

式，将传统道德思想传承后世。因而，道德叙事

研究旨在通过文本故事，探寻背后的关于人的伦

理体系。中国传统道德叙事研究需要从中国文

化原点出发，从历史、语言、文字的发生来看待中

国道德叙事的发生。针对中国古典文本，道德叙

事研究有自觉运用叙事学的方法和意图，以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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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种较为清晰的思考框架，从而避免对文本的

伦理思想研究停留于形式推演或道德说教的层

面。依据叙事学的研究框架，道德叙事研究包括

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叙事

方式、叙事效果。

第一，叙事主体即故事的讲述者，决定了整

个故事的主线。在中国早期道德叙事中，真实

作者常常会加入到故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做

出道德评价。但是在叙事的发展过程中，叙事

作品的直接点评逐渐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叙事主体不再传达价值观念了。叙事主体只

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在这里，我们可以

引进西方叙事学中提出的“隐含作者”［3］这一概

念，即代表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形态、个人心理

以及文学观念集合的价值人格。“隐含作者”的

提出使得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具有客观的价

值取向，这也为伦理思想研究带来新的想法，

即隐含作者的伦理价值直接影响叙事文本的

伦理取位。

第二，叙事内容指叙事者按照一定次序，通

过刻画人物和情节展示真实或虚构的事件。

道德叙事内容区别于其他叙事就在于其叙事

内容具有道德性，它蕴含道德立场或道德判

断。道德叙事内容需要通过某些形象的行为

及其所成就的事件展现出来，传递出“应当”的

讯息，如果没有这三个基本要素就不能构成叙

事，如果没有传递“应当”的讯息就不能构成道

德叙事。因而，在道德叙事中，叙事内容的“应

当”讯息如何传递出来显得格外重要了，一个

道德故事如果无人问津，那么它对我们的生活

就无法发挥效用。

第三，叙事方式就是描述故事的手段、方法，

即通过讲故事传递道德原理或道德规范。其目

的在于使得主体与客体在故事的讲述和倾听过

程中获得共鸣，激发对意义的阐释，甚至在不经

意间改变或塑造了人们的生命感受。道德叙事

必须关注叙事方式，因而叙事方式的差异会影响

人们接受的意愿和程度，进而影响伦理价值的传

递和延续。

第四，叙事效果意味着叙事作品传递的价值

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认同。道德叙事的根本

目的就在于传递理想的、能为社会所接受的道德

思想。这里涉及两个衡量的因素：一是道德叙事

所传递出来的价值理念能否获得接受。叙事作

品的价值理念必然是要结合生活体验和伦理诉

求，如果与叙事对象的生活理念发生错位，叙事

效果将被削弱；二是是叙事文本在不同接受群体

的实现程度。如果叙事作品只是在某一阶层或

某一群体中被接受，叙事作品便难以产生更大的

影响作用。

借助叙事学四个叙事基本要素的分析，得以

使道德叙事研究形成一种结构化的研究框架。

道德叙事的背后是人的生活，人们体认和感受生

活的意义，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递出来。

二、中国传统道德叙事的基本线索

杨义认为：“中国叙事作品虽然在后来的小

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它的形式技巧和叙写谋

略，但始终是以历史叙事的形式作为它的骨干

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存在着历史叙事和小

说叙事一实一虚，亦高亦下，互相影响，双轨并

进的景观。”［4］18中国传统叙事发轫于上古时期，至

先秦时期基本形成以史传为正统的叙事形态。

史传叙事独霸天下，致使中国小说叙事发展缓

慢。小说叙事只能寄身与史传之中，至魏晋时期

才得以脱胎史传，产生独立价值。由于史传叙事

长期覆盖小说叙事，即使小说叙事成熟独立之

后，仍然留下深深的史传叙事的烙印。小说兴起

之后，史传叙事并未就此退场，二者互相并进，共

同推动传统道德叙事的进程。小说叙事的兴起

为中国道德叙事注入了新的力量，丰富了道德叙

事的内涵。两种叙事形态并驾齐驱刻画出中国

传统道德叙事的清晰图景。

（一）正统历史叙事

商周时期，史官文化的繁荣推动了史学的起

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史籍编写空前发展，产

生了《尚书》《左传》《国语》等不朽之作。史传叙

事被视为中国传统叙事的正式源起，并对中国传

统叙事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后的叙事也呈现出鲜

明的“史化”特征。在中国史学文化中，儒学礼教

发挥得最为出色，《春秋》被认为是古代叙事之典

范。孔子认为拨乱反正应该从“正名”开始，于是

创作《春秋》以明晰道德要求，批判社会中无视道

义礼仪的现象以申明大义。以史道义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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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传叙事的特有功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传在中国传统叙事中

成为唯一的叙事形式。《左传》《史记》《汉书》一脉

相承，史书作为主流思想的载体逐步构建起统一

的叙事框架。其中，史传叙事与儒家思想关系密

切，儒家思想文化为早期史传叙事提供明确的道

德规范，史传叙事则推动了儒家的道德教化功

能，成为宣扬儒家伦理的载体。汉代司马迁以维

护儒学纲常伦理为基本原则，强调史传就是为了

“上明先王之道，下辨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

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

敞起废。”［5］1427《史记》的诞生确立史学明大道的历

史理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奠定史传叙

事的基本风骨，成为后世知识分子效仿的典范。

史传叙事以资鉴劝诫为历史任务，也将其解释系

统定位于统治阶级。

当历史叙事和建构想要传达某些价值规范

时，就不仅仅依赖于史实的还原，更需要借助于

虚构想象来填补史实的空白，并在结合两者的基

础上凸显叙事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史传的“实

录”本身就是虚实杂糅，而非全然的历史事实重

现。因而，史传叙事自身就隐含着后来小说叙事

发展的基本要素，即发挥想象虚构在叙事中的作

用。其次，史传为宣扬儒家的伦理价值，著世家、

列传，将历史人物归置于王道秩序，以构建儒家

理想的美德秩序。这种稳固的道德叙事框架随

社会变迁而难以满足人们对道德的现实需求。

东汉末年，大一统帝国分崩离析，新的思想变革

冲击着人们原本的世界观、价值观，儒学德治思

想难以抵御不堪的社会环境，被压抑已久的种种

事物也将浮出地表。当道德教化的主题难以为

继之时，民间叙事自行承担起这种伦理责任，以

新的形式来展示和传播史传中“惩恶扬善”的道

德主题，防止精神世界的崩塌。

（二）民间小说叙事

正所谓“史统散而小说兴”，正统叙事下沉

之际，民间叙事开始兴起，并借“补史”的名义

进入历史叙述中。文学叙事发生和成熟之后，

中国传统叙事不再呈单线型发展，开始由一元

向多元化发展，即史传叙事与民间叙事共同发

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史传叙事就此退场，史传

叙事仍然作为中国传统叙事的主流，民间叙事

从其中脱胎而出，与正史参行，共同维护传统

的价值体系，由此奠定中国传统道德叙事的整

体形态。

作为正统叙事，史传叙事肩负着传承正统

价值理念的重任，但随着汉帝国的崩解，传统

的道德体系也面临解体的危险。因而，仅仅依

靠史传叙事难以维系传统道德价值的传承。

为了防止道德教化的失落，新的文学形式承担

起传承道德价值的任务，弥补了史传叙事对个

体生活价值依循关注的不足。魏晋之后，志怪

小说、笔记小说、轶事小说、话本小说等等文学

形态繁荣发展。小说叙事以幻为真，通过艺术

化的叙事手法，以虚幻的故事呈现生活的真实

感。此外，小说叙事的表达更加地婉转，它隐

去了史传叙事者的直接表述，用更生动的故事

情节来赞颂善行、贬低恶行。

相较于史传叙事，小说叙事更关注于个人生

命的价值依循，因而更容易获得道德认同。小说

之所以能够从边缘位置到迅速崛起，最重要的就

是其受众面的扩大。这种扩大不是指人群增多，

而是指伦理的认同感的增强。史传叙事源起，就

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意识。西汉之后，统治者以

儒学为正统，史官拥有道统权力。儒学思想的大

一统为史官带来尊要地位，但是这种专为儒学伦

理规范的叙事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们的

道德认同感。史传叙事宣扬“惩恶扬善”道德理

想，影响了中国传统道德叙事的发展轨迹，其价

值是不容否认的。“但毕竟历史是表现‘王霸之

迹’的精英政治的叙事，所有的解释系统只有服

务于特定统治集团的利益才具有解释的有效

性。”［6］32魏晋时期的小说写作的重要转变在于，叙

事者开始关注个人生命而舍弃宏大历史，或者聚

焦于表达小人物对大历史的无声抗议。小说叙

事脱离历史叙事之后，呈现个人主义和主观感

怀。小说叙事在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中，叙事

体裁和叙事手法与史传叙事有了明显反差。无

论外部形式发生许多的变化，小说都没有脱离

“寓劝诫”的叙事理念，却不再有资助修治的功

能。小说凝定民间生活，呈现出体验性和亲历性

的特征，更加直接地表现人之存在的意义，从而

获得更大的道德认同感。

文学叙事以史传叙事为母体，在史传叙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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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有萌动之迹象，在脱离史传之后，仍然深受

影响。文学叙事最初产生的目的在于补正史之

阙，但是其生长的过程中又有剥离之势，乘正统

叙事下沉之时，迅速在民间站稳脚跟。正统叙事

与民间叙事之间的萌动与剥离、传承与裂变的关

系存在着巨大张力，推动中国道德叙事的发展。

三、中国传统道德叙事的基本特征

中国道德叙事以史传叙事为正统，以实录为

主要方式，以传达伦理规范以核心要义。受社会

历史变化的影响，魏晋时期，民间叙事逐步兴起

和发展，进而形成以史传叙事为主，民间叙事为

辅的局面。民间叙事以小说叙事为主要代表，小

说使用虚实交错的叙事方式，丰富了传统叙事的

表达内容和形式，但实录性与伦理性作为中国传

统道德叙事的基本特征却得以延续。

（一）实录性

在西方叙事文化中，历史被理解为想象的事

件，因而历史从属于故事，其关注的重点自然就

不在于记实，而在于如何叙述故事。如《荷马史

诗》的历史叙事就具有强烈的想象意味。这样一

来，其叙事的核心就是虚构性的故事，并形成了

以个体言说为主的“故事”传统。而中国叙事从

一开始就带着沉重的伦理负担，注重群体性的伦

理框架，而整体性的伦理框架为个体意义的实现

提供了价值背景。史传叙事重在记事，以历史性

为第一性，故事为派生性。因而，“实录”不仅是

史传最基本的叙事理念，也成为社会文化的规定

性特征。史书的编纂由专门的史官负责，史官所

记载的史料主要面向各代君臣，以实现千秋大

业，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于是，史传叙事首先

要求呈现历史的真实性，即使面对君王也要做到

“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神魔鬼怪等没有依据的

事件被排除在外。但历史叙事不可能完全客观

地呈现历史的真实性，因为历史叙事总是包含着

先定的价值导向，叙事者的主观意向与历史事实

共同构成历史叙事，因而对叙事的实录性需作辩

证地看待。第一个层面是事件的真实性。这要

求叙事做到真实不妄、不偏不倚。叙事者对真实

事件会做出实在的评判。叙事者通常在史传叙

事中现身，全知视角下以综合的眼光做出评判，

《左传》［7］会借助“君子曰”表达见解，《史记》直接

用“太史公曰”明确自身的意图。他们都直接警

诫邪恶而褒奖善良。第二层面则是价值的真实

性。由于史传所叙之事并不能做到事件完全再

现，要想让历史事件让人信服，就要关注历史本

质。浦安迪称之为“人情意义上的真实”。这就

需要通过叙事技巧来感染读者的情绪，传达出知

识、价值和信仰等。因而，以实录性与价值评判

相结合的“春秋笔法”的叙事技巧便成为叙事者

的不二选择。

“春秋笔法”是孔子编修《春秋》时形成的

一种文章写法，主要是在记叙中表现出作者的

思想倾向，而不通过议论的形式表达。“春秋笔

法”强调叙事技巧，常常能做到一字寓褒贬。

“春秋笔法”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曲笔和隐而

不书，曲笔具体表现为尚简用晦和表里不一。

尚简用晦即用词简约，背后却隐含深意，是谓

“微而显”。表里不一则是通过编排人物相关

事件的发生，得以展现出人物原本的形象与行

为举止的不一致，可以达到明贬实褒或明褒实

贬的效果。隐而不书则是叙事空白，通过隐藏

某些东西来彰显背后深意。大多运用在人物

性格中，在某些情节中隐蔽人物某些性格特

点，凸显其另外的形象。例如司马迁在《史记》

中讲刘邦，描写他是“好酒及色”之人，但是战

争期间，面对百姓苦难却有帝王之大度：“夫运

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

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

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

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8］这

里隐蔽了他有勇有谋的明君形象，隐蔽他心胸

狭窄的一面。“春秋笔法”的巧妙运用，尽可能

客观地呈现真实的历史事件，又反映了社会生

活的本质。这种本质道出了某种道理和意义，

借以传达出历史的兴衰成败的本质原因。

左丘明认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

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

之？”（《左氏春秋·公成十四年》）孟子也说：“孔

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们都从正面或侧

面表达了“春秋笔法”具有惩恶劝善的功用。中

国叙事发展过程中，“实录”的叙事理念与“春秋

笔法”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共同指向“惩恶劝善”

的道德主题。总的来说，史传叙事不仅仅揭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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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形式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叙述生活的内在真

实。这种生活的真实性具体展现在人伦道德中，

形成惩恶扬善的道德主题，并推动中国道德文化

谱系的形成。

（二）伦理性

中国传统叙事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其关注

价值评判和引导的伦理性。史传叙事在中国历

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其权威地位难以撼动。也

正是大多文人秉持史传叙事的实录理念，使得中

国小说的成熟较为缓慢，小说叙事更多用虚构的

故事来传达伦理观念。在道德叙事的发展过程，

我们用“礼失而求诸野”来比附小说叙事的诞生，

是为了讲清楚两个问题：一是小说叙事的产生并

不意味着史传叙事的消失；二是小说叙事的产生

是道德叙事演化的必然结果。

自魏晋之后，各式杂史杂传开始有迅猛发

展的势头，杂史与正史出现共生旁出的发展趋

向。六朝之后出现志怪小说、神仙小说和轶事

小说等。文学的发展使得中国传统叙事有了

巨大转变，小说叙事关于谋篇布局、人物塑造

等叙事手法都开始发生转变，这反映出史传叙

事与民间叙事在形式上的差异。先秦以后，文

史逐渐分离，但是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完全割

裂。其实，“史传与古代文学的关系是双向的，

不仅仅是史传催生了文学；而且文学也延续和

拓展了史传的生命、空间。”［9］史传叙事的自产

生起就肩负了立法垂教、借事明理的重任，文

学叙事从史传叙事中孕育脱胎而出，仍然受史

传叙事“不虚美、不隐恶”的影响。魏晋时期的

杂史小说等文学形态的出现，其目的是为了补

史增史，而非有意为小说。就像《搜神记》［10］的

作者干宝就明确表示自己的记录是“信史”，

《西京杂记》［11］《世说新语》［12］等作品也仍有强

烈的补史意识。即使记载的是神异鬼怪之事，

作者也依旧秉持着实录的精神，以传记的手法

进行记录。到小说达到完全成熟的时期，叙事

者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史传叙事的影响。“春秋

笔法”仍然是衡量叙事是否成功的标准，这意

味着小说叙事延续了历史叙事中惩恶扬善的

主题。可以看出，史传叙事中的叙事理念、叙

事时空的整体感深深地扎根于小说叙事中，因

而伦理性在传统叙事中一脉相承。

文学与史传的双向性关系表明了二者之间

的继承性，史传叙事的伦理性作为文化根脉在

文学中延续发展。甚至可以说，文学的产生就

是为了防止伦理性丢失而创制出来的新的叙

事文体。“礼失而求诸野”原意是说传统的礼节

文化失落之后，需要到民间去寻找。相对于正

统的史传，杂史杂传、各种类型的小说乃至戏

曲等文学形态都可以被称为“野”。所谓的

“野”是指这些叙事形态不再是由官方记言，原

本史书是由专门的史官进行撰写，之后记事也

逐渐出自民间人士之手，还有很多佚名而作。

小说在逐渐脱离史传的叙事风格后，自成一

家，与史传叙事形成巨大反差。史传和文学共

同推动着道德叙事的发展。小说作为最具影

响力的文学形态，叙事内容与叙事方式都开始

发生转变。相较于史传叙事，其最为显著的特

质就是虚构性。一方面，小说一开始从民间诞

生，其叙事框架要显得更加随意，一定程度上

瓦解了史传叙事的宏观结构，而是以碎片式

的、短小精悍的故事呈现，通过想象和渲染来

增强故事的曲折性，使得叙事结构也开始复杂

化。另一方面，小说挣脱了官方限定的历史叙

事范围，其时间、空间范围摆脱现世世界的限

制，进入“超时空”的叙述，形成两种历史时空

的空相错乱，增强了故事的生动性。这种叙事

时空打乱了史传叙事统一明确的秩序，对经验

生活进行再加工和艺术化处理，从而弱化了叙

事的真实性。

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应当看到，小说的虚构

性并不能成为其本质特征。在辨析史传叙事时，

我们将“实录”作两个层面分析，一是历史意义上

的真实，二是人情意义上的真实。后者为实录的

本质，其根本着眼点在于惩恶扬善。小说叙事新

变了叙事手法和叙事技巧，增加了虚构和想象的

成分，弱化了历史意义上的真实性。但是仍然可

以看到，小说叙事受史书绝对权威的影响，以“稗

史”自称，以“信实如史”“能与正史参行”为荣

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没有形成宏大的

宗教信仰，文学作品的创造少有纯粹地对彼岸世

界的追求。中国古典小说的虚构性不是向虚而

构，而是向实而虚。所谓的虚构并非虚假，而是

现实生活的折射和反映，其写作最终是要回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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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小说叙事同样表现出这种“母体”特征，其核

心仍然是对人情意义上的真实性的追求。可以

说，“尽管中国的叙事里有种种的外在的不真实

——明显虚假夸张的神怪妖魔形象和忠、孝、节、

义等意识形态的包装——但其所“叙述”的却恰

恰是生活真正的内在真实。”［13］38因此，小说叙事

并没有脱离探寻生活本质的愿景，而是以新的形

式追寻“失之礼”。

四、结语

中国传统道德叙事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等诸多历史因素的影响，经历了从史传叙事到

民间叙事的转变。这一转变适应了社会变迁

带来的多样化叙事的需求，也使得道德叙事获

得了更大的受众群体。史传叙事与民间叙事

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史传叙事始终占据传

统道德叙事的主流地位，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发

挥道德教化作用，民间叙事则以个人化的叙事

方式展现伦理主题，两者共同推动了中国传统

道德叙事的发展。通过对中国传统道德叙事

的梳理，有助于将诸如小说等文本纳入到中国

传统伦理学的讨论之中，丰富中国传统伦理学

的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道德

叙事的研究，使得我们可能摆脱简单套用西方

现代叙事理论分析中国文本的方法，而着眼于

中国传统叙事的资源，重新探索和构建具有本

土化特色的道德叙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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